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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分析是考古学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而关于墓葬等级的研究又是墓葬

分析中的一个重点。墓葬等级反映在其本身的建造所花费的劳力和随葬品的质与

量上，这些墓葬资料是有形的和可以度量的，但大多数墓葬分析多停留在“定性

分析”的阶段。但正如著名考古学家 C.伦福儒所说，“不计量的日子已经指日可

计了”1，定性研究的文字阐释往往没有统计数据直观而有说服力，因此，墓葬

分析，尤其是墓葬等级的研究，必须要引入定量分析方法。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

将定量分析方法运用到墓葬分析中，丹麦学者 Jørgensen 曾创建一种颇具价值的

随葬品定量分析方法（以下简称“Jørgensen 法”），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傅罗文

教授对此方法进行改进，将其运用至中国大甸子墓地的分析中2。这是一篇相当

精彩的文章，笔者花了不菲的时间阅读，读毕也有一些心得和收获。同时，笔者

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在本文中尝试对此方法进行修正和改进，希望能借此使此方

法受到更多关注，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关于傅罗文的方法，北京大学的秦岭教授曾专门著文介绍3，照理，笔者不应

再作重复性的介绍。但考虑到行文的完整性，仍需对该方法作简要阐释，并以此

为背景展开后面的讨论。 
一、 方法介绍 

由于傅罗文的方法是基于丹麦学者 Jørgensen 的墓葬分析量化方法，故在介

绍傅罗文的方法之前，需先对“Jørgensen 法”作简要介绍： 
Jørgensen 之前，不少西方学者已就墓葬分析的量化方法做过尝试。如

F.R.Hodson 认为，“每一种器类的价值和地位由在墓中出现的频数决定。只与大

墓关联的器类，比起其它同时出现在大墓和小墓内的器类而言，要显示一个较高

的社会价值”；另一种量化方法是为了强调随葬器物群之间的差异，这种方法由

L.Hedeager 用于罗马铁器时代的墓地分析中，他的方法可以简单表述为“墓葬中

的器类越多，则其社会地位就越高”。Jorgensen 的方法结合了 Hodson(相对价值

法)和 Hedeager(“墓葬的值等于在其内发现器物类型值的总和”)两种方法的优势，

用每个墓的墓葬值来衡量相对的财富和等级，继而讨论一片墓地、一个时期或一

种文化的社会分化模式。4 

“Jørgensen法”涉及到两个概念：类型值（Type Value）和墓葬值（Grave Value），
此两种概念的具体含义分别如下： 



（1）计算某一种随葬品的类型值，首先要将一个时期墓葬内的随葬品按不同类

型分开，然后分别计算各种器类在墓葬中出现的频数。在此前提下，同一墓中出

土的件数的差别暂时先忽略不计。计算的仅仅是墓的数量，因此越少的墓包含的

器类，它的值（value）就越高。用公式表示即： 
类型值=墓葬总数/类型频数 

 
（2）一座墓葬的值是其内部所有器物类型值的总和： 

墓葬值(Grave value)=Sum (A×n1+B×n2+……+K×ni) 

A、B……K 分别指这 K 种器物的类型价值（type value)。n1、n2……ni 则

分别指器物 A、B……K 在该墓中出现的数量。5 

傅罗文认为，“Jørgensen 法”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其方法性质属于墓葬研

究中的“直接诠释法”（Direct interpretation）6，因为 Jørgensen 提到“墓葬值较

高，表明其墓主的社会地位（财富）较高（多）”7，这可能过于简单化了——因

为这忽略了在丧葬过程中不同阶段埋葬器物性质的差别。墓葬留下的遗存不仅仅

是丧葬活动的静态反映，而应是一段“动态的历史”（虽很短暂）。这段“历史”

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并可反映至墓葬的内部空间中： 
第一阶段：墓圹本身以及与处于墓圹最下层的尸体直接相关的遗物在空间

（层位关系）上应是埋葬过程第一阶段的反映，这应为在埋葬死者前的准备（挖

造墓圹、置入葬具等）和对尸体的处理。 
第二阶段：发现在墓圹较高层位、与尸体有一段距离的遗物应为埋葬过程第

二个阶段的空间反映，这可能暗示了某些葬仪活动。8 

傅罗文认为，针对大甸子墓地的特征9，在上述“第一阶段”留下的遗物一

般表现为出自葬具中的随葬品，这些遗物遗留于埋葬过程的最早阶段，是墓主社

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性符号，这些随葬品类型值的总和被傅罗文命名为“墓主价

值”（Deceased grave value）；第二阶段留下的遗物则出自壁龛或填土中，它们可

能是在葬仪活动中由参加者（生者）放入的，故反映了生者与仪式的关系以及生

者的某些行为，这些随葬品类型值的总和被傅罗文命名为“仪式价值”（Ceremony 
grave value）10，它与墓主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没有直接关系（当然并非完全无关11）。

“墓主价值”和“仪式价值”作为墓葬值的两种表现形式，其内涵不同，故需分

别计算，且两者之间的大小并无可比性。 
对于相对稀缺的随葬品，其“出现”本身就是对其出土墓葬的价值肯定。这

种情况下，傅罗文沿用“Jørgensen 法”关于类型价值的计算公式（类型值=墓葬

总数/类型频数）；但在墓葬值计算时，只关注某种器物是否出现，不关心该器物

的件数（或说不论出几件都按 1 件计算），比如，报告认为“无使用痕迹的石斧



（钺）和陶（石）纺轮标志着墓主特殊的身份”12，其制作似乎需要可观的劳动

力方可完成，且发现较少。在傅罗文分析的 742 个墓葬中，这两种随葬品但凡出，

就只出一件：石斧（钺）共 100 件，出于 100 座墓中，且仅出自葬具内，则石斧

（钺）的类型值为 742 /100=7.42 点，其类型值计入该墓的“墓主价值”（因其出

自葬具以内）；陶（石）纺轮共 97 件，且在有纺轮的墓中，不分陶、石，但凡出，

只出一件，亦仅出自葬具内，故纺轮的类型值为 742 /97=7.65 点，计入该墓的“墓

主价值”13。按此方法处理的还有珍贵金属器（青铜器，金器）。此外，漆木器、

编织器由于受保存状况影响较大，且保存较好的器物寥寥无几14，傅罗文虽视其

为稀缺随葬品，但并未对其进行统计。 
对于出土数量较多的随葬品（陶器，彩绘陶器，玉器），不仅考虑其出现与

否，还以其出现的数量来反映墓葬值。此时傅罗文的处理方法与“Jørgensen 法”

亦不同：傅罗文先观察随葬品在各墓出现的频数分布，再做数量上的自然分割

（natural break），然后统计各级出现的频数。以玉器为例，共有 203 座墓中出土

玉器，按自然分割可分三级，其中 186 座墓出 1-7 件玉器，11 座墓出 9-52 件，6
座墓出 84-859 件。由于在计算次一级的类型值时要包含上一级的数量，因此有

84 件以上玉器的类型值是 742 /6= 123.67 点（其中 742 是傅罗文统计的墓葬总

数）；有 9-52 件玉器的类型值为 742/(6+11)= 43.65；出 7 件以下玉器的类型值为

742 /(6+11+186)= 3.66 点。15另一类特殊的随葬品是贝与仿贝，傅罗文认为仿贝

（大多是“用蚌壳磨呈椭圆形片，于隆起一面磨穿一条沟槽，以象贝形”16）的

出现很耐人寻味——傅罗文认为制造仿贝的意图在于获取一种稀缺产品的象征

物，因为贝被认为是从较远的地方获取的17。就傅罗文所统计的 742 座材料较完

整的墓中，出贝的有 42 座，且贝与仿贝很少混出于一墓，秦岭认为“这从一个

侧面墓主所掌握资源的不同”18。那么两者的价值是否有差别呢？正如《大甸子》

报告中也指出，“既然以蚌仿贝，可见贝较蚌为难得。故以蚌仿之，以充各种用

贝的途径”19，傅罗文也将贝视作比仿贝更稀缺的一种随葬品，并按照“墓主价

值”和“仪式价值”分别统计处理，如下： 
1、 在葬具中出土贝的墓有 20 座，出土仿贝的墓有 4 座。基于“贝较蚌为难得”

的假设，傅罗文没有采用贝与仿贝合算或简单分算的方法，而是采用了一

种更恰当的算法：真贝类型值为 742/20=37.10 点；仿贝类型值为 742/
（20+4）=30.92 点。均计入各自墓葬的“墓主价值”（因其发现于葬具中）。 
 

2、 在壁龛中出土贝的墓有 16 座，在壁龛中出土仿贝的墓有 2 座，同理，真贝

类型值为 742 /16=46.38 点；仿贝的类型值为 742 /（16+2）=41.22 点。均

计入各自墓葬的“仪式价值”（因其发现于壁龛中）。20 

 



“Jørgensen 法”在进行墓葬值分析时，仅对随葬品进行统计。那么，除随葬

品外，墓葬的其它属性可被定量化处理么？在 O’Shea 所归纳的各种墓葬属性21

中，有的虽可反映墓主某种社会身份（比如墓葬位置可反映其族属；身体朝向可

以反映性别），但这与傅罗文想要考察的对象——社会等级（social ranking）无

关；有的属性虽可反映等级高低，但无法量化分析22。傅罗文认为既符合研究目

的、又具可操作性的墓葬属性有两种——“墓圹大小”和“有无壁龛”。 
傅罗文认为，在所有的墓葬属性中，墓圹大小是与墓葬等级联系最紧的一项

指标。因为它暗示了造墓所耗费的劳动力。23这些耗费的劳动力与人的社会等级

有较强的相关性。24最能体现墓圹大小的指标是“容积”，但由于墓地受侵蚀较重，

很多墓圹的现存深度与原始深度有较大差异25，这对“容积”造成很大影响，因

此傅罗文选择圹长作为表现墓圹大小的指标，虽然这种做法存在一些争议26，但

傅罗文用统计学的方法证明圹长和墓圹容积呈强正相关27。然后傅罗文按照《大

甸子》报告的分类标准（圹长超过 2.2 米为大墓；不及 1.7 米为小墓；圹长在 1.7
米和 2.2 米之间为中墓）将其所统计的 742 座墓划分为大、中、小三种，分别为：

大墓 143 个，中墓 378 个，小墓 221 个28，所以大墓、中墓、小墓的类型值分别

为 5.19 点（742/143）、1.35 点（742/（143+378））和 1 点（742/（143+378+221））。
那么，墓圹大小的类型值应归入“墓主价值”还是“仪式价值”？根据上述 Tainter
等学者的说法，建墓的劳力花费和墓主的社会身份有很强的关系，那么，墓圹大

小（反映建墓劳力花费的指标）应属于“墓主价值”，但当傅罗文通过相关分析

发现，墓圹大小与“仪式价值”的相关性（ =0.426）强于其与“墓主价值”的

相关性（ =0.106），而以 M726（墓圹极大，“仪式价值”在 742 座墓中最高，

但其“墓主价值”却并不高）为代表的墓正是说明这一点的绝佳例证，因此傅罗

文推断这其后应有某种社会动力因素在起作用29，并据此将“墓圹大小”的类型

值归入“仪式价值”。 
“有无壁龛”之所以被傅罗文选作考察的指标，是因卡方检验在很高的置信

度水平上（Squared P-Value＜0.0001）显示“有无壁龛”与“墓圹大小”（暗示建

墓所耗费劳动力的大小）具有相关性30；又因在墓地中，壁龛墓的分布并无明显

规律性，这说明“有无壁龛”并非与群属或时代等因素相关，显示其与“等级”

相关的可能性较大。但卡方检验又显示“有无壁龛”与两种墓葬值（“墓主价值”，

“仪式价值”）的大小均相关（Squared P-Value＜0.0001）。经思考，傅罗文将“有

壁龛”的类型值归入“仪式价值”，这是因为“有无壁龛”与“墓葬大小”相关，

而后者已被归入“仪式价值”；加之壁龛的类型值不大，仅为 1.58 点（742/470：
742 座墓中有 470 个带有壁龛的墓），对墓葬值的贡献微乎其微，因此没有必要

细究。31 



在大甸子墓地中的 166 座墓中发现有随葬动物的骨骼，大多为猪和狗。虽然

动物骨骼与墓葬值（主要是“仪式价值”）也具一定的相关性，但傅罗文并未将

动物骨骼（准确来说是由骨骼还原成动物的“最小个体数”）的类型值计入墓葬

值中，原因在于动物骨骼与墓葬值的关系比较复杂32——动物骨骼与性别33、年

龄34、墓葬位置（可能反应了不同的族群）35等因素均有联系；加之如将动物骨

骼计入墓葬值，则无法考察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36。 
由上可知，大体上，计入墓葬值的要素包括随葬品和墓葬形制两种。如细分，

则计入“墓主价值”的类型值有 8 种，均发现于葬具内，分别是37： 
1、葬具中的纺轮：类型值为 7.7 点 

2、葬具中的斧钺：类型值为 7.4 点 

3、葬具中的青铜器或金器：类型值为 29.7 点 

4、葬具中的真贝：类型值为 37.1 点 

5、葬具中的仿贝：类型值为 30.9 点 

6、葬具中数量较多（84-859 件）的玉器：类型值为 123.7 点 

7、葬具中数量中等（9-52 件）的玉器：类型值为 43.7 点 

8、葬具中数量较少（1-7 件）的玉器：类型值为 3.7 点 

 

计入“仪式价值”的类型值有 13 种，发现在壁龛或填土中，分别是38： 

1、数量较多（9-12 件）的陶器（按：即“非彩绘”陶器，下同）：类型值

为 185.5 点 

2、数量中等（5-8 件）的陶器：类型值为 25.6 点 

3、数量较少（1-4 件）的陶器：类型值为 1.3 点 

4、数量较多（7-10 件）的彩绘陶器：类型值为 117.5 点 

5、数量中等（4-6 件）的彩绘陶器：类型值为 43.7 点 

6、数量较少（1-3 件）的彩绘陶器：类型值为 3.4 点 

7、真贝：类型值为 46.4 点 

8、仿贝：41.2 点 

9、玉器：106.0 点 

10、大墓圹：5.2 点 

11、中墓圹：1.4 点 

12、小墓圹：1.0 点 

13、有壁龛：1.6 点 

（注：原始算出的类型值精确至百分位，这里，傅罗文将其四舍五入至十分位） 

 

傅罗文以上述类型值为基础，计算出各墓葬的“墓主价值”和“仪式价值”，

继而探讨了许多很有意义的问题，比如，就总体而言，“墓主价值”和“仪式价



值”相关性较低39，暗示了这两种“价值”可能反映了两种相反的行为——这对

于本文中心理论的引出作用不菲；此外，“墓主价值”和“仪式价值”与年龄40、

性别41、墓葬分区42均有一定的相关性，并就这些相关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可以

说，墓葬值（“墓主价值”，“仪式价值”）是傅罗文文中理论分析的模型基础， 
，而类型值又是计算墓葬值的基础，故对类型值的“赋值”（即计算类型值的方

法）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反思。 
 
二、讨论和反思 

与“Jørgensen 法”相比，傅罗文的方法显然更具优势。对此，秦岭指出，

“Jørgensen 法”的问题在于“仅将器类的出现与否作为反映社会地位高低的标

准……（这种方法）忽视了以随葬品数量来反映社会地位的可能性”43，笔者认

为这种说法略有不当。“Jørgensen 法”在计算某器物的类型值时的确仅将该器物

的出现与否作为计算的标准；但在计算墓葬值时，却是其类型值与此墓中该器物

的出现量相乘，这时恰是夸大了随葬品数量在此方面的作用。以大甸子玉器的统

计为例，如果按照“Jørgensen 法”，则玉器的类型值为 742/203=3.66 点，依据的

是 742 座墓中有 203 座随葬玉器（这时仅将玉器的出现与否作为计算的标准），

然后将玉器的类型值与其在该墓中出现的数量相乘，随葬 859 件玉器的墓葬其玉

器类型值一项就高达 3.66 点×859=3139 点，在统计墓葬值时，其它的类型值（比

如铜器的 29.68 点，斧钺的 7.42 点）就会因玉器的值太高而被忽略44，这就夸大

了随葬品数量的作用。 
傅罗文的方法巧妙地避免了此类问题，他在统计前，首先做定性分析——考

虑随葬品本身的特性，再决定究竟是按随葬品的“数量”还是仅以其“出现”来

做统计，这无疑是对“Jørgensen 法”的一个极大的改进；其次，傅罗文对各器

类之间的关系也做了深入的考虑，这集中体现在其对贝类45的统计上。在这两方

面上，傅罗文克服了“Jørgensen 法”一概而论的缺陷。此外，傅罗文还将量化

考察的视野拓展到随葬品之外，将墓葬的一些其它属性（如“墓圹大小”，“有无

壁龛”）等也进行了等级上的考虑，这使得其分析更加全面。其实，最重要的是，

傅罗文区分出了内涵不同的两种墓葬值（“墓主价值”，“仪式价值”），并将这两

种抽象的价值通过大甸子墓地的某些特征（使用葬具、部分墓葬有壁龛等）具体

化了，这不仅避免将这两种价值混为一谈，而且也在量化操作上有实现的可能，

可谓精妙。 
但是，傅罗文的这种方法也存在着一定问题： 
首先， “Jørgensen 法”将随葬品的类型值定义为与此物的出现总数成反比，

傅罗文将“反比”修正为“反相关”——但从本质上讲，傅罗文对各种类型值的

考察方法还是基于“物以稀为贵”这个假设。如借用经济学的观点，傅罗文即将



类型值（反映为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价格”）看作受 “供求关系”的影响，如果

某随葬品的发现数量多，傅罗文便视其为“供给量大”，类型值故而降低；同理，

如果发现数量少，则“供给量小”，类型价值故而升高。然而，将“发现数量”

简单理解为“供给量”似乎是有问题的，它可能反映的是“需求量”46——例如，

假设“器物 A”由于造价过低而无“供给”之虞，而对其使用反会使墓主“丧失

身份”，因此其在大多墓中遭弃，而仅在等级尤低的墓中使用，造成其发现量也

相当少，这时“发现量”反映的则是“需求量”而非“供给量”。因此，傅罗文

的方法会混淆“需求量”和“供给量”，从而影响到对类型价值的评估。比如，

傅罗文认为在葬具中出现的非实用的 “斧钺”和“纺轮”均标志墓主具有“特

殊的地位”47，故被作为稀缺物品对待。傅罗文虽然意识到，与纺轮相比，“斧钺

尤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并应当标志相应的（身份和等级）”48，而相关性分析也

显示：就不同性别内部的等级而言，随葬“斧钺”标志着较高的等级，而随葬“纺

轮”甚至较低等级的一种反映49。但就傅罗文最后算出的类型值来看，纺轮（7.65
点）甚至要高于斧钺（7.42 点）50，这可能体现了傅罗文方法的一种缺陷。 

其次，傅罗文将“墓圹大小”和“有无壁龛”作为类型值计入“仪式价值”。

但与其它各种随葬品的类型值相比，这两种类型值似乎过小：就“墓圹大小”而

言，大、中、小型墓的类型值分别为 5.19 点、1.35 点、1.00 点，大墓和小墓的

类型值差别仅为 4.19 点；而壁龛的类型值仅为 1.58 点。而同属“仪式价值”的

随葬品，其类型值则高出不少，比如随葬的贝类（哪怕只有一颗）为 46.38 点，

仿贝为 41.22 点，玉器竟有 106.00 点51。如果将类型值视作对所耗费的劳动力度

量的一种指标，与随葬品相比，对墓葬本身的建造（体现在“墓圹大小”和“有

无壁龛”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其实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从经济学的

一般观点来看，类型值决定于其“所耗费的劳动力的大小”，并受稀缺度（即“供

求关系”）的影响52，那么傅罗文则对前者没有足够的重视。 
其实将反映“所耗费的劳动力的大小”的两个指标（“墓圹大小”和“有无

壁龛”）加入类型值的考察中，已经是傅罗文对“Jørgensen 法”一个重要的改进

（“Jørgensen 法”仅仅考察反映供求关系的“稀缺度”），但其力度尚不足。如何

综合这两项指标（即“所耗费劳动力”与“稀缺度”）已经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难

题。 
其实，傅罗文对“墓圹大小”和“有无壁龛”的考察还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

——分类问题。张光直先生曾说，“无论做何种分类，都应有两个原则：一是分

类的标准要明确、客观、有可比性；二是不能为分类而分类，而要有特定的目的，

比如原料、用途、生活内容、人群间的关系等”53。从属性上来讲，“墓圹大小”

和“有无壁龛”是墓葬形制的两个方面，而与和其作为平行关系并列考察的“陶

器”、“彩绘陶器”、“贝”、“仿贝”、“玉器”则是随葬品的不同种类，墓葬形制和



随葬品能否作为有可比性的、并列的要素进行考察？即使单从衡量“墓葬等级”

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否能被赋予同等权重？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就随葬品内部而言，也存在着分类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分类本身就是一个

难题，还牵涉到将“分类”和“赋值”结合起来的困难：总体上，傅罗文的分类

标准是随葬品的“材质”（即上述张光直所谓“原料”），这是有“特定目的”的

——考察由“稀缺度”反映的相对价值（准确来说应为“相对价格”）——因为

相同材质的随葬品稀缺度一般相同，因此将具有相同材质的随葬品品归为一类是

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材质”仅仅能够反映原料上的稀缺度，却不能体现“耗

费劳动力”的大小，因为作为同种质料的随葬品，不同的“器型”、“纹饰”、“大

小”、“品质”（包括“真仿”、做工的“精粗”等）、“产地”（主要考虑到“运输”

因素）的随葬品所耗费的劳动力大小是不同的，其反映等级的价值自然不同。傅

罗文对此也有相当多的思考，比如他将“斧钺”从玉石器中提取，单独考虑；将

“真贝”和“仿贝”进行区分，分别考察。但傅罗文还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方面，

比如，与一般类型的陶器相比，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陶器（爵，鬶，盉）54反映

了较高的等级55，傅罗文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在定量分析时还是将其归入“陶

器”统一赋值，没有体现其独特性；就彩绘陶器而言，具有专用设计性质的 Aa
类纹饰所反映的等级也应较其它彩绘陶器为高56，如果将其归入彩绘陶器统一考

虑，也似有不妥。 
但需指出，分类不能一味细化，如果在无关宏旨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也会陷

入“分类”的泥潭，因为分类问题是永远讨论不尽的，比如优劣分化的问题——

刚才谈到，为了能更准确对墓葬的等级进行计量，有必要将“斧钺”从玉石器中

分化出来，将可能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陶器（爵，鬶，盉）从陶器中分化出来，

将带有 Aa 类纹饰陶器从彩绘陶器中分化出来，单独考虑。如果对这种处理机械

的模仿，“为分类而分类”，或分类太过琐碎的话，那么会延伸出下列一系列问题：

是否需要将金器从金属器（还包括铜器）中分化出来？是否需要将纺轮中区别为

陶质和石质？是否需要将玉石器中各种质料（比如白石、玛瑙、松石）和器类（如

管、珠、坠）都区别开来？再往细处说，可能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陶器（爵，鬶，

盉）在做工似乎也有优劣之分57，玉器也有成品、坯料和残件的差别58，那么是

否也应将其分别讨论？除了“优劣分化的问题”外，与分类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

比如贝类除了单独存在以外，还可能作为“衣襟下摆的装饰物”、“头饰”、“腰饰”

等缀饰物存在59，那么将作为一种饰物的贝从其附着物（已腐朽）中剥离出来，

作为单独的随葬品记数统计，是否有不合理之处？玉石器中也有类似的问题，比

如，与傅罗文的处理方式不同，吴瑞满将一些玉石珠“还原”为“项链”进行分

析60。而如果将玉石珠视作“项链”进行类型值的统计，又有优劣差别（即“项

链”带有玉石珠的种类和数量不同61）的问题，这些问题盘根错节，如果探究过



细，很容易造成思维混乱。其实就“分类”而言，最极端的情况是——按照最细

的分类标准（将“个体特征”作为分类的标准），每件个体器物都可以代表一类，

因为每件器物都有自身独有的个体特征。因此考虑到可行性因素，在分类时必须

要有所取舍。笔者之所以选择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陶器（爵，鬶，盉）和 Aa 类

纹饰彩绘陶器这两类器物，并建议将它们从其所属的“大类”中分化出来，是因

为就反映等级差别而言，它们可能代表了某种“限制性物品”（sumptuary item），

这一术语是指“在社会内部用来限制特定群体接近拥有某种专门化制品的社会规

则，限制的基础可以是社会等级、政治权威、职业分工、但不能直接基于财富，

尽管限制使用的身份象征物品经常有极大的价值”62（但也有例外，比如大甸子

墓地中的“纺轮”），从而使有权利拥有限制性物品的人可能拥有更多财富。 
此外，还有一个难题，即如何将“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的问题。比如，

在对贝类进行统计时，傅罗文将贝类区别为“真贝”和“仿贝”两种——这属于

是一种定性分析。但贝类也有数量上的差别，由《报告》可知，大部分墓葬随葬

的真贝都在 10 颗以下（以随葬 1 颗的墓数为最多），但 M672 随葬了 226 颗（围

裹小腿），M726 随葬了 255 颗（其中，壁龛内 12 颗，散落头侧 52 颗，围裹小

腿 191 颗）；随葬仿贝的墓中，有 6 座出土仿贝的数量在 5 颗以下（含 5 颗），剩

下的 3 座墓（M4，M1015，M1021）则出土较多（分别出土了 294 颗，94 颗，

149 颗）63。如果按照傅罗文的方法赋值，那么出土 1 颗真贝与出土 200 余颗真

贝的类型值相同，这似乎不太合适；而由于傅罗文将仿贝的类型值（不管出土了

多少颗）按低于真贝的标准进行处理，致使出土 294 颗仿贝的类型值也不及 1
颗真贝，这似乎也有违常理。傅罗文的处理方式虽有一些简单化了，但将“定性”

和“定量”结合委实复杂，且不利于计算标准的统一，加之我们不能确定“质”

和“量”之间如何换算（比如多少颗仿贝的价值等于一颗真贝的价值）64，因此，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笔者也只能将问题指出，无法提出改进的建议。 
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在计算随葬物类型值的时候，还应考虑“性别”的

因素。因为有些随葬物不仅反映等级的差别，而且仅在（抑或绝大多数在）单一

性别墓中出现，似是一种“性别”的标志物。比如随葬斧钺的墓应皆属男性65，

随葬纺轮的绝大多数为女性66，因此笔者建议在计算这两者的类型值时，应该将

“墓葬总数”的范围局限在其所在性别的内部，并在两性之间作等级高低的比较

时，舍弃这些因素所影响的类型值。但由于部分骨骼不能鉴定性别67，加之这些

因素对赋值的影响不大，因此不予考虑亦可。同样，虽然不同的区域（可能反应

了不同的族群）的价值体系（包括信仰体系、随葬风俗等）可能有异68，不同时

期的随葬物稀缺程度可能有变，但这些因素都太过复杂，笔者也赞成傅罗文对其

的处理方式，不将这些因素的影响计入类型值的计算中。 
 



三、对方法改进的建议 
在上文中谈到，傅罗文的采用的这种墓葬分析的方法，与“Jørgensen 法”

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进，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有几个问题虽也具

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处理起来的确比较棘手，比如如何将“定性”和“定量”分

析结合（以贝类分析为代表），以及如何处理“性别”、“墓葬区位”等因素对随

葬品赋值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笔者也深感头痛，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手

段。但是对于另外几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法，下文将简要叙述

笔者对傅罗文的方法改进的一些建议。 
首先，笔者基本赞同罗文对随葬品分类的方法，即按照“材质”进行分类，

这符合傅罗文研究的目的。但正如上文所说，“材质”仅仅能够反映原料上的稀

缺度，却不能体现“耗费劳动力”的大小，同种质料的随葬品，可能因为不同的

器型、纹饰、大小、品质，其反映等级、身份的价值也会不同。鉴于不能对这些

问题逐一探讨，在承认随葬品的“材质”可基本反映墓主的等级和身份的前提下，

只能将可能属于“限制性物品”的随葬品从其材质所属的类别中分化出，对其单

独考察。根据上文中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些“限制性物品”应包括傅罗文已单

独进行分析的斧钺、纺轮、贝类等，以及傅罗文并未单独考虑的两类器物：与二

里头文化相关的陶器（爵，鬶，盉）和 Aa 类纹饰彩绘陶器。以“材质”为基本

分类方法，兼顾上述“限制性物品”的考察，便可对随葬品进行更合理的分类，

这是笔者对随葬品分类的建议。 
在对随葬品进行合理分类之后，还涉及到如何对墓葬形制进行赋值分析的问

题。上文谈到，笔者不太赞成傅罗文将墓葬形制的具体属性（墓圹大小、有无壁

龛）与随葬品的具体种类并列起来，以平行关系的形式被赋值，这是因为墓葬形

制下的各属性的和随葬品的各种类之间并非平行关系，即便用“耗费劳动力大小”

的指标将这二者统一起来，由傅罗文方法算出的墓葬形制的类型值也过低。笔者

曾考虑给墓葬形制和随葬品赋以不同权重，但权重如何确定又太具主观性——除

非我们有实验考古的证据，可以比较不同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种类所耗费的劳动力

大小——而这又难以做到，因为实验考古涉及到“古代”与“当代”类比中的差

异问题。 
先悬置该问题，看另一个问题：上文谈到，傅罗文虽然对“Jørgensen 法”

有较大的改进，但其方法还是基于“物以稀为贵”这个假设，该假设将稀少的随

葬品理解为“供给量少”，虽然这可能是较为普遍的情况，但也存在“需求量少”

的可能；同理，如果某器物出土的数量多，并不一定说明当时该器物容易获得而

相对价格（值）低，而可能说明了“需求量大”而相对价格（值）低高。69为了

对随葬品的分析更为全面和缜密，也必须在方面对方法进行一定的修正。 
针对上述两个难题，笔者思考了很久，在看到张小山的一篇文章后得到一定



的启发。张文谈及一种“消费偏好法”的随葬品分析方法，该法依据经济学上的

一个假设——“当收入提高的时候，人们会对优等商品的需求增加，而会降低劣

等商品的消费，因此通过对相对富裕的人们的消费偏好的考察，就能分辨出哪些

物品的价值比较高。”应用到考古学上，“可以通过考察不同时期的社会整体的‘墓

葬消费’偏好的变化来得到随葬品的相对价格。”70由于张处理的是大汶口墓葬的

资料，他经过分析后认为“大汶口晚期的‘墓葬消费’普遍比早期高”，这样就

能比较早晚期人们整体的“墓葬消费”偏好的变化。具体操作是：1、分别计算

早、晚期每类器物的“平均值”（一类器物的“平均值”等于此类器物的随葬品

数除以所统计的墓葬总数）；2、用某种随葬品晚期的平均值与其早期的平均值之

差除以这两者之和，得到一个值；3、再将每种随葬品的该值该按从小到大排序，

越小的值序号越小，然后用某类随葬品的序号除以总类型数就得到此类随葬品的

价格。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问题71，因此笔者并未完全采纳，而是进行了选择性

吸收，如下： 
由于在所有的墓葬属性中，墓圹大小与墓葬等级联系最紧（因为它暗示了造

墓所耗费的劳动力），因此，可以这样推测：在排除自然原因（比如成年人比儿

童高；成年男性比女性高）的条件下，与较小的墓相比，较大墓的“墓葬消费”

应相对较高，故较大墓也更有可能随葬价值较高的随葬品。所以可以通过考察不

同大小的墓的“墓葬消费”偏好的不同，来得到随葬品的“相对价格（值）”。而

由于最能体现墓圹大小的指标“容积”受墓地侵蚀影响较大，傅罗文采用《大甸

子》报告的做法，选择圹长作为表现墓圹大小的指标，其标准如上文所述：圹长

超过 2.2 米为大墓；不及 1.7 米为小墓；圹长在 1.7 米和 2.2 米之间为中墓。正如

《大甸子》报告所述，“以圹长 1.7 米至 2.2 米为普通的成人墓圹长短幅度”，“圹

长不及 1.7 米的……小型墓中骨骼可辨年龄的多是未及 12 岁的儿童”72，由此可

见，中、小墓的圹长多为墓主的自然身高；而大墓的圹长则已超出正常人身高，

这种墓葬内部空间上的“奢侈”应显示墓主有能力耗费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应作

为“礼遇”或一定等级、身份的象征，其规格应比中、小型墓为高（而中墓的规

格则不一定比小墓高，因为小墓的墓主多为儿童——小墓的圹长较短，这可能只

是照应了儿童的自然身高）。因此，笔者先以是否超出自然身高的需要为界，将

墓葬分为两类：将圹长超出身高需要的大墓划为一类，仍称“大墓”；圹长未超

出身高需要的中、小型墓合为一类，称“小墓”。再选定一类器物，用傅罗文的

方法先计算其原始的类型值；再分别计算该器物在“大墓”、“小墓”中的出现的

“平均值”（“平均值”的含义和算法见上文）； 然后，用该器物在大墓中的“平

均值”和它在小墓中的“平均值”之差除以这两者之和，得到一个值；将最后将

得到的值作为系数，与该器物原始的类型值相乘，即为修正后的类型值。比如某

器物，如其原始的类型值为 a，在“大墓”中的“平均值”为 b，在“小墓”中



的“平均值”为 c，则其修正后的类型值则为 ka（k 为系数），其中，k=(b-c)/(b+c)，
当 k≤0 时，按 k=0 处理。该公式的理论依据还是上文中所做的假设——即“在

排除自然原因的条件下，与较小的墓相比，较大墓更有可能随葬价值较高的随葬

品”。 
以笔者建议视作“限制性物品”单独统计的 Aa 类纹饰彩绘陶器为例来看该

公式：如果按照傅罗文的原始算法，统计在内 742 座墓的壁龛中，共 37 座墓中

有 Aa 型彩绘陶器，故该器物的原始类型值为 742/37=20.054；而根据上文中的“大

墓”、“小墓”标准，统计在内的 742 座墓中共有 143 座“大墓”和 599 座“小墓”

（即中、小墓）；在“大墓”中共有该器物 35 件，则其在“大墓”中的“平均值”

b 为 0.245（35/143）；在“小墓”中共有该器型 12 件，则其在“小墓”中的平均

值 c 为 0.020（12/599）；根据 k=(b-c)/(b+c)，可知系数 k 值为 0.849。则 Aa 类纹

饰彩绘陶器修正后的类型值为 ka=20.054×0.849=17.026 点，因其均发现于壁龛

中，计入墓葬值中的“仪式价值”。 
再观察上述公式：如某一种器物在“大墓”中出现的“平均值”（b）远高于

其在“小墓”中出现的“平均值”，则这种器物的相对价格（值）较高，此种情

况下系数 k 值趋近于 1，修正后的类型值会与原类型值比较接近；如果一种器物

在“大墓”、“小墓”中出现的“平均值”相仿（即 b、c 的值接近），则这种器物

的相对价格（值）较为普通，“大墓”不嫌，“小墓”亦能消费的起，此种情况下

k 值接近于零，则修正后的类型值会大打折扣；如果一种器物在“大墓”中几乎

不出，多见于“小墓”，则说明该器物因自身相对价格（值）较低而遭到“大墓”

嫌弃，则其 b 值会小于 c 值，导致 k 值为负，此时按 k=0 处理，则其修正后的类

型值为零——因为随葬该器物反映着较低的等级或身份，对墓葬值没有贡献。 
修正后的公式主要有两个优点（也解决上文中所述的两个难题）：1、使得随

葬品的类型值不再仅仅基于“物以稀为贵”这个假设，而是通过考查不同规格的

墓葬的“消费偏好”来得到随葬品的相对价格（值），这应与实际更符； 2、避

免了将墓葬形制的属性与随葬品的种类以并列关系赋值，这样在墓葬值的确定

中，墓葬形制（在傅罗文的方法中以“墓圹大小”、“有无壁龛”代表73）不再无

足轻重——以“墓圹大小”为代表的墓葬形制影响着 k 值，成为一个衡量随葬品

类型值大小的标准之一，这使得墓葬形制的各属性以一种隐性的方式渗透到了墓

葬值中。 
以斧钺和纺轮为例：在傅罗文所统计的 742 个墓葬的葬具中，斧钺和纺轮的

数量相当，根据傅罗文的原始算法，这两种器物的类型值较为接近，分别为 7.42
点和 7.65 点，纺轮的类型值还略高于斧钺。然而，这两种器物在“大墓”、“小

墓”中的分布却有较大差异：100 个斧钺中，“大墓”中分布 49 个（b=0.343），
“小墓”中分布 51 个(c=0.085)；97 个纺轮中，“大墓”中分布 28 个(b=0.196)，



“小墓”中分布 69 个(c=0.115)，根据笔者的修正公式 k=(b-c)/(b+c)，斧钺和纺轮

的修正系数 k 值分别为 0.603 和 0.260，则修正后的类型值分别为 4.474 点和 1.989
点，相差不只一倍。上文提到，相关性分析显示，“随葬‘斧钺’标志着较高的

等级，而随葬‘纺轮’甚至是较低等级的一种反映”，故对于这两种器物而言，

笔者修正后的类型值应更为合理。 
但对于笔者修正后的类型值公式，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怀疑：这是否为一种

循环论证？——即是否先用可能暗示墓主身份等级的“墓葬大小”确定随葬品的

类型值，再根据随葬品的类型值算出墓葬值（包括“墓主价值”和“仪式价值”），

继而确定不同墓葬等级？对于这种怀疑，笔者需要说明，“墓葬大小”仅暗示了

造墓所耗费的劳动力，这只是与墓葬等级相关的一个方面，很多墓葬（如 M1、
M17 等，在此不作穷举)虽属大墓，但由于其随葬品较为匮乏，最后根据类型值

算出的墓葬值也较低；反之，有的墓葬，如 M756，虽不算大74，但却有丰富的

随葬品75 ，故该墓的墓葬值依然很高。因此，“墓葬大小”只是衡量墓葬值的一

个影响因素，它通过对随葬品类型值的影响，而间接的影响墓葬值，但并非决定

着墓葬值。 
这便是笔者对傅罗文方法所做的简单修正。上文谈到，傅罗文的墓葬分析方

法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较难处理，笔者认为也只能暂且搁置，等待更佳

的处理方法。而傅罗文对“Jørgensen 法”的一些改进（尤其是将墓葬值划分为

“墓主价值”和“仪式价值”），以及就这些改进所作的缜密的分析，体现了其大

胆假设和小心求证相结合的工作态度。笔者认为其价值相当高。“Jørgensen 法”

是墓葬分析的一种定量研究方法，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该方法也应得到相

应的发展和改进；同时，由于不同时期或地域的墓葬资料在具体细节方面有所差

异，该方法也应在细节的处理上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笔者在方法层面上的探

讨也仅限于此，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使得这种墓葬分析的量化方法能够得到进一

步的改进，并被大家认识和使用。 
附记：由于曾参与成都平原区域调查，笔者得以与傅罗文教授相识，和他

讨论问题时受教匪浅，并深为其认真的工作态度打动。调查结束后，笔者对他

的相关文章进行了研读。本文亦可算作与他的一次讨论，也献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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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墓葬分析需要引入量化方法。丹麦学者 Jørgensen 曾创建了一种颇具价值的墓

葬分析量化方法,哈佛大学的傅罗文（Rowan Flad）教授曾对此方法进行一定的

改进，并将其用至中国内蒙古地区大甸子墓地的研究中。本文在对傅罗文的方

法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对该方法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并就其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一些修正的建议，以期使这种方法得到进一步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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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sideration on a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Mortuary Analysis by the 

Example of the Dadianzi Ceme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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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mortuary analysis needs the use of quantitative method. The Danish scholar 
Jørgensen had invented a quite useful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mortuary analysis; 
Rowan Flad (Harvard University) improved this method，and then used it in the study 
of the Dadianzi cemetery.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is modified method firstly, and 
then ponder over this method on the basis of the introduction; also, this paper will 
give some other suggestions of modification, try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is 
method and make a further improvement 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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